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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今为止，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、协

定之类最为详备的，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

编的三大册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。列入该

件书目录的，共计 件，其中除最初

世纪外 年鸦片订于 ，其余均为

战争以后所订立。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

有很大的差别，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

重要主权，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

节规定；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

的，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、公司等

订立的章程、合同、凭照。但不管怎样，综

观这些历史资料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

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

和处境，却是一目了然的。

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

质，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“揭开

历史不应该被忘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了（西方）对华事务的新纪元”，标志着中国与欧洲“在平等的

基础上建立法律、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”一类的话，但毕竟

只是极少数的例外。一般来说，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

的人们，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“，因为这些条约不是

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，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

约”。

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，曾经给予我国近

代历史以何种影响，我们可以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

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，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

供一点参考的素材：

漆树芬在 年出版的《经济侵略下之中国》（一名《帝

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》）一书中曾这样写“：比年以来，帝国主

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，加重我内乱，掠夺我金钱，屠戮我民

命，已成不可掩之事实。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，最利于进攻

之工具，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。“”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

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，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

循环式之内乱，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，实为我之酸心疾致

命伤。“”由是观之，弱我中国者，资本帝国主义也；致我于危

亡者，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。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

之封豕长蛇；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。”

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

世纪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，其中写道： 强加给中国的一系

列条约、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，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：不仅

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，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

地位低下。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

的冲突。中国人认为在过去，甚至就在不久以前，他们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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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。

事实上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。”

“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：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

的帝国，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

欺侮它。”

读者也许会问，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

的这么两段话呢？

确实，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缘由。

前几年，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

章，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“在很大程度上仍

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，这就大大淡

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”。另一位先生则认为，解放以来

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，是一种

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，这种观念“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

斜了”；按他看来，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“起了一种革命的作

用”“，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惟一的现实良机”。对

于如此“高深”的理论，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，那末，我

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如何？前面引用的两段话，虽然也颇

有点对殖民主义“口诛笔伐”的味道，但就作者而言，前一位

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，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

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；后一位本身就隶籍“西方”，那本

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“大失败”为其主旨的，无论如何，

停留在“感情宣泄”而淡化了“理性色彩”、甚至导致批判的

“天平倾斜”之类的训斥，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。

“感情”和“理性”的关系，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

题。历史研究应该客观。所谓客观，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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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，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。是不是

一定要心如死灰、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，才能对历史进行

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，倒怕也未必。因为不带任何感情

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。观察任何问题，也包括观察历史现

象，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，或者叫立场。不同的立场

就会有不同的感情，谁也回避不了。譬如说吧，不满于甚至

谴责“异族侵略者”的侵略行径，这自然是一种“感情”；但对

殖民主义感恩戴德，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，不过是给

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福音，又何尝不是一种

“感情”？这两种不同的“感情宣泄”，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

史的真实，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，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

检验。

话扯得稍微远了点，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

条约。

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，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

的疯狂的掠夺。日本通过《马关条约》勒索的赔款即达 亿

两白银，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，相当于清政府 年财

政收入、当时日本国 年半的财政收入。俄、英、美、日、德等

国通过《辛丑条约》，则勒索赔款 亿两白银。张之洞所

办的汉阳铁厂，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，建厂时

余万两；也就是说，列强通过《辛丑条约》勒共支出银 索的

赔款，可以建设大约 个汉阳铁厂，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

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。

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

来说的。事实上，不平等条约是一条“屈辱的绳索”，从各个

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，以便听凭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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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义、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，作践蹂躏

不言而喻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理应

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，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

通过“友好交往”就把各种特权轻易攫取到手。事实上，在每

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，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

都曾动用兵舰大炮，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，用野蛮的军事

侵略（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、经济施压之类

的种种名堂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

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《天津条约》时十分形

象地说的那样，这些条约是“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

的”。因此，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，几乎都蕴含着一个

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。

如果我们说，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，也

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，我

想是不能算过分夸张的。

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情束缚

的悲惨时世已经成为过去。但是，历史无法割断。历史也就

不应该忘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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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振兴中华”这个口号，在历史上最早

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？

“振兴中华”口号的最初提出，是在上

一世纪的末叶，即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

。在这动期间（ 五六年间，几

个不同的政治派别，先后发出了“振兴中

华”的响亮呼喊。

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，在外国资本主

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

的国家。甲午战争后，帝国主义加紧了侵

略步伐，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，进行

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。亡国灭种的威胁

迫在眉睫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这种形势

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。

“四万万人齐下泪，天涯何处是神州？（”谭

嗣同：《有感一首》）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

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。

“振兴中华”口号的由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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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

的。

年 月和 年 月，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

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“兴中会”。这个组织的《章

程》指出“：方今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，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

富、物产之饶。蚕食鲸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

于目前。”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他们大声疾呼， 拯斯民于

水火，切扶大厦之将倾”，并且郑重宣告“：本会之设，专为联

络中外有志华人，讲求富强之学，以振兴中华、维持国体起

见。（” 孙中山全集》第 卷， 页）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

次鲜明地发出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号召。

不久以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。

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，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

于救亡图存。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

危急“：俄北瞰，英西睒，法南瞵，日东眈，处四强邻之中而为

中国，岌岌哉！（”康有为：《强学会叙》）于是，他们也提出了中

国如何“自振”的问题。康有为说“：天地为愁，我将何容？昧

昧我思之，惟有合群以救之，惟有激耻以振之。（”《保国会

序》）梁启超也说，如“中国终不自振，终不自保，则其所谓沦

胥糜烂者，终不能免”；因此，一切有志之士，都应把握“中国

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（”《南学会叙》）。这里所说的“激耻

以振之”“、自振”等等，显然与“振兴中华”是同一含义。

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如狂飙

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。在这一场伟大斗争中，义和团提

出了“振兴中国”的口号。有一个材料说“：（义和团）初以捉

拿洋教，振兴中国为名。（”《山东近代史资料》第 分册）在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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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团的一些传单、揭帖、告白中，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“祸乱

中华”的罪恶，一方面表示要“扶保中华，逐去外洋”的决心。

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，

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

而易见的。

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

地提出了大体相同的口号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。这表

明，在当时，为“振兴中华”而奋斗，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，人

心之所向，因此，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。

一切爱国的、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，都强烈地感

到“振兴中华”的必要性和神圣性。事实上，许多志士仁人，

也正是在“振兴中华”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，纷纷投身到戊戌

维新运动、义和团运动和稍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去的。“振

兴中华”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从事革命运动的强大

推动力。

今天，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由于中国人民前赴

后继、不屈不挠的斗争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

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

已经被推翻，中国人民已经站了起来，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

义国家。但是，近代史上这种为“振兴中华”而贡献自己一切

的献身精神，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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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上世纪末叶。

战争失败之后，中国人民普遍带着认为自

己国家“精华已竭，膏血俱尽，坐而垂毙”

（康有为语）的忧伤、焦虑、失望、悲愤心

情，去迎接新世纪的来临，因为当时国家

正处在“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”，“蚕食鲸

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于目

前”（孙中山语）的危急状态。一百年后的

今天，到了又一个世纪的末叶，中国人民

却正以昂扬的步伐，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建

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，满怀着

对祖国未来繁荣昌盛的信心，展望 世纪

的美好前景。两个世纪之交，两种国家处

境和命运，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情和精神状

态，正犹如云泥之隔，天壤之别。我们在

不胜沧桑之感的同时，如果忘却了一百年

历史灾难的补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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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为这种巨变做出了自己贡献的有名和无名的志士仁人们，

实在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。

如果要检讨甲午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，人们最容易脱

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大概是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。这当然完全正

确。不过对此还要作一点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。事实上，还

在战争进行过程中，不少朝野人士就纷纷指出，就军力和经

济力量而言，日 本幅本并没有绝对的优势。有人上奏说：

员仅四岛，地不为广；丁不满十万，兵不为强；洋债日增，国不

为富。”这并非毫无道理。那末，为什么最后中国落得个一败

涂地呢？有一位名叫张玙的写文章回答说：“我则庙谋无定，

众志各殊；土地虽大，人民虽众，而形势转觉散漫，莫相统摄，

譬如连鸡不得俱飞，所以败也。”这个回答虽然并不科学，却

也多少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。从这里得到的启示是：落后就

要挨打。这里所说的“落后”，是指综合国力的落后，这不仅

指经济因素、军事因素，还包括政治因素、心理因素等在内；

即使是单项的力量对比（如军事力量），也不只是数量的多

寡，还要考虑素质的优劣。要避免因落后而挨打的命运，当

然首先要振兴经济，同时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发展，其中包

括诸如清除腐败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等，也就是既要建设好

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，也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。

恩格斯说过一句非常深刻和 耐人寻味的话“：没有哪一

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。”（《致尼 弗

丹尼尔逊的信》）百年前的甲午战争，不论是战争过程中北

洋海军的覆灭，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；也不论是战争结束



第 13 页

后列强对我国大片土地和巨额财富的掠夺，对于中国来说，

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“巨大的历史灾难”。但是，正是在这次

战争之后，举国上下爱国思潮急剧高涨，达到中华民族的新

的觉醒。在此基础上，不论是下层劳动群众，还是上层统治

集团中的有识之士；不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

派，还是以康、梁为代表的维新派，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

案和救亡方略，并且各自付之自己的政治实践。一个又一个

前赴后继的斗争浪潮，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前进，直

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，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

利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。

这大概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。

只看到“历史的灾难”，而看不到作为补偿接踵而至的

“历史的进步”，不免会陷入历史的悲观主义；但如果因为看

到历史进步的补偿，竟去赞颂、讴歌“历史的灾难”，则就变成

了历史的颠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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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利多寡与改革难易

参加了几次纪念戊戌维新百周年的

学术讨论会、座谈会，会上听到一种意见，

认为慈禧本来是支持光绪变法的，如果不

是后来维新派激化帝后两派的矛盾，慈禧

可能不会搞政变，戊戌变法的结局也许会

同现在大不一样。

我不大赞成这种看法。

其实，上面的看法并不是现在才提出

来的。当变法维新运动刚刚失败的时候，

社会上许多人士，包括维新派自己在内，

都有意无意地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慈禧

与光绪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。康有为在

逃亡途中就说过“：反维新运动，是西太后

和光绪帝之间争权的结果。”王照更说：

“慈禧但知权利，绝无政见，纯为家务之

争。”他甚至埋怨康有为等人不知“调和两

宫”，以致引起了慈禧对变法运动的恶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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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认识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，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。

变法维新运动既然是一场改革，就必然要遇到阻力。正

如恩格斯所说的：“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

圣事物的亵渎，表现为对陈旧的、日渐衰亡的、但为习惯所崇

奉的秩序的叛逆。（”《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

终结》）而旧秩序的代表总要竭力维护旧事物，以拼死的反抗

来制止改革的进行。因此，把政变的发生仅仅归咎于像慈禧

这样的个别人物的恶意，是不够的；事实上，站在改革的对立

面的，是整个腐朽的旧制度，慈禧不过是这种旧制度的最高

代表而已。

改革必然给凭藉旧制度和旧秩序而取得既得利益的特

权阶层以损害，因此，他们就必然要敌视改革。这部分人形

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改革的守旧势力。光绪帝说守旧衰

谬之大臣“盈廷皆是”，指的就是这些人。

关于这一点，在当时，其实是不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

是十分清楚的。

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向女王政府报告戊戌政变的经过时，

就毫不含糊地指出：大多数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所以要“摧

毁维新派”，根本原因就是“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年轻一派的

建议从事改革，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利，甚至危及到他们的地

位”。他还表示赞同地转述康有为的话，说“：这些改革，将削

弱他们的权力，减少他们的薪俸，甚至使他们冒着免职的危

险，以便让位给热烈赞同光绪意见的年轻人。（”《窦纳乐致美

国外交大臣的信》）

如果这只是概括的结论性的看法，那末，当事人梁启超

的分析就更加具体、更加深入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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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，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于国病

于民也。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，今一变而务实学，则吾

进身之阶将绝也。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，今一变而任才

能，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。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，今一

变而核名实，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。然犹不止此，吾今日所

以得内位卿贰，外拥封疆者，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，经若干辈

之奔竞而始能获也；今者循常习故，不办一事，从容富贵，穷

乐极欲，已可以生得大拜，死谥文端；家财溢百万之金，儿孙

皆一品之荫。若一旦变法，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，吾将奉命

而办事耶？则既无学问，又无才干，并无精力，何以能办？将

不办耶？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，千辛万苦所得之高

官，决然引退，以避贤者之路哉？故反复计较，莫如出死力以

阻挠之。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，不谋而同心，异喙而同

辞，他事不顾，而惟阻挠新法之知。（”《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

臣之法》）

对这个问题讲得最精彩、最透辟的，倒是在改革运动中

比较温谨的严复。如果说梁启超还只是作了一些静态的分

析，严复则对此进行了动态的研究，深刻地揭示了守旧势力

与敝法、私利之间的复杂的因果关系；

“国家承平既久，则无论为中为外，举凡一局一令，皆有

缘法收利之家，且法久弊丛，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。一朝

而云国家欲变某法，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，尔

乃构造百端，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。是故其法弥敝，则

其变弥不可缓；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，则其欲变弥难。盖法

之敝否，与私利之多寡，为正比例，而私利之多寡，又与变之

难易为正比例也。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，顾不变则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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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失其公利，变则一已被其近灾，公利远而难见，近灾切而可

忧，则终不以之相易矣。（”《上今上皇帝万言书》）

梁启超和严复都指出，守旧势力并非不知道改革对国家

和社会是有利的，但个人和阶级的私利，却是个更为现实的

因素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它在天平上的砝码是远远重于国家、

民族的公利的。严复进一步指出，越是迫切需要改革的腐败

陈旧的“敝法”，某些人能够从中谋取私利的机会也就越多，

因而他们也就越加拼命地维护其存在；从而，改革的阻力也

越多，改革的困难也越大。

这些论断完全符合变法维新运动的客观实际。几乎每

一项改革措施，都不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，因此他们就出而

反对和抗拒。最引起他们敏感的是像立制度局、撤裁冗官这

样一些涉及封建统治机构的改革，由于它关系到他们的乌纱

帽问题，当然反应特别强烈。当康有为提出“请立制度局于

内廷”的建议后，立即“朝议哗然，谓此局一开，百官皆坐废

矣”。于是纷纷反对，最后终于使这个建议搁置了起来。裁

冗官算是部分地实行了，在百日维新期间，发布了裁撤詹事

府、通政司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及广东、

湖北、云南巡抚以及东河总督、各省粮道等衙门和官职的诏

谕。本来，这些衙门的官员“皆无事可办，任其职者，皆养尊

处优，素餐尸位，朘民之脂膏，以养此无谓之闲人”。但一旦

裁撤，可就引起了轩然大波“，此诏一下，于是前者尸位素禄

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，多失其所恃，人心皇皇，更有与维新

诸臣不两立之势”。有人估计，因裁官而受到牵连失去职位

的（包括一些属吏，这些人大都是大官的亲友“）将及万人”，

这些人便都成了改革运动的积极反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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